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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共享经济能增加就业机会ꎬ提高闲置资产利用率ꎬ也会对传统企业造成冲击ꎮ 政

府如何应对共享经济ꎬ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ꎮ 在分析“滴滴出行”案例的基础上ꎬ发现了政府规

制对供给意愿的影响ꎮ 通过模拟共享出行实验发现ꎬ无政府规制、事前规制、事后规制对供给意愿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ꎬ无政府规制供给意愿最高ꎬ事前规制供给意愿最低ꎬ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

于规制导致的供给者剩余不同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监管俘获”是政府规制的重要动因之一ꎬ研究

发现对于政府如何应对共享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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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共享经济的爆炸性增长ꎬ使闲置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ꎬ增加了就业机会ꎬ也使人们享受到

了更舒适的服务ꎮ 人们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入共享平台ꎬ比如平台高收入[１]、社交愉悦、环

境友好[２]等ꎮ 早期的滴滴出行ꎬ融资额和用户量增长速度很快ꎮ 滴滴出行日订单量增长明显ꎬ越
来越多的人通过滴滴出行获取收入ꎮ 但是ꎬ共享经济也给传统企业带来威胁ꎬ加剧行业竞争ꎮ 比

如ꎬ传统出租车和网约车之间收益不平衡ꎬ导致出租车司机不满[３]ꎮ 因为这样的问题ꎬ共享出行

经历了充满波折的政府规制ꎮ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滴滴出行频频被冠以“非法经营”的罪名ꎬ受到多方

阻挠ꎬ甚至禁止[４]ꎮ 在滴滴消费者强大的舆论压力ꎬ以及平台对各地经济贡献逐渐显著的情况

下ꎬ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七部门在 ２０１６ 年联合发布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ꎬ网约车成为合法的出行方式ꎮ 虽然网约车合法化了ꎬ但随之而来的是繁琐的政府规制ꎮ
随着政府规制的越来越多ꎬ网约车进入市场的限制越来越多ꎬ网约车市场日渐萧条ꎬ共享企业发

展受限ꎬ社会福利下降[５]ꎮ
那么ꎬ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共享经济? 政府规制本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ꎬ以寻求利益

群体之间的平衡ꎬ保障行业顺利发展[６]ꎮ 所以ꎬ有必要研究政府规制对共享企业发展的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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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何种规制能最大化社会福利ꎮ 因此ꎬ本文第二部分在“滴滴出行”案例的基础上ꎬ探索政

府规制对共享产品供给意愿的影响ꎻ第三部分ꎬ结合文献中的理论基础ꎬ构建政府规制和供给

意愿关系的概念模型ꎻ第四部分ꎬ进一步通过模拟实验ꎬ检验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的概念模型ꎻ
最后ꎬ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ꎬ并对政府部门提出针对性的建议ꎮ

二、典型案例

我国共享经济中的典型企业———滴滴出行ꎬ从 ２０１３ 年在市场出现ꎬ到 ２０１７ 年末已经是其

发展的第五年ꎮ 虽然发展时间不长ꎬ但是在这期间ꎬ滴滴出行经历了规制变化的三个时期ꎬ每
个时期的规制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滴滴发展及政府规制变化图(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一)政府规制的变化

在规制混乱期ꎬ并没有相关政策监管ꎬ但这一时期滴滴出行的融资额和用户量的增长率是

最高的ꎮ 新进入平台的司机数量增长迅速ꎬ在高补贴的时候滴滴日订单峰值达到 ５３０ 万单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ꎬ通过滴滴平台获取收入的就业人员共 １３３２ 万人ꎮ 包括滴滴出行在内的智能

出行平台上活跃着 ３ 亿乘客和 １０００ 万司机(车主)ꎬ注册用户数以月均 １３％的速度增长ꎮ 在

这一阶段ꎬ融资额累计约 １４０ 亿ꎮ
在规制完善期ꎬ滴滴出行频频被冠以“非法经营”ꎬ相比 ２０１５ 年ꎬ这一阶段滴滴司机数量

的增长并不大ꎬ滴滴在众多一二线城市受到多方阻挠ꎬ包括出租车公司的举报和投诉ꎬ来自政

府相关部门的限制ꎬ甚至禁止ꎮ 服务供给量下降ꎬ但滴滴乘客的数量并没有减少ꎬ反而持续递

增ꎮ
规制趋紧期ꎬ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七部门在 ２０１６ 年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ꎬ对移动出行平台采取了默许或者肯定的态度ꎮ 网约车成为合法的出行

􀅰８４􀅰



经济与管理评论

经济管理研究

方式ꎬ但随之而来的是繁琐的政府规制ꎮ 各个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形式不一的网约车规制措施ꎬ
供给者进入难度增大ꎮ 这一阶段ꎬ滴滴的融资总额显著降低ꎮ

(二)服务供给意愿的变化

从对长沙市 １２ 名滴滴平台司机的访谈来看ꎬ在规制混乱期ꎬ快车司机和顺风车司机评价

滴滴出行时ꎬ提到最多的词语是:“高补贴”、“低门槛”、“高收入”、“接单量大”ꎮ 在长沙市ꎬ平
均每个快车司机的收入达到 １２０００ 元ꎬ除去车辆的燃油费用和保养费用ꎬ月净收入达到 ８０００
元ꎮ 在这一阶段ꎬ车主们对平台的满意度非常高ꎬ进入意愿强烈ꎬ并且会推荐周围的亲戚朋友

加入该平台ꎮ
随着政府规制逐渐完善ꎬ滴滴司机收入逐渐下降ꎬ他们逐渐退出平台ꎮ 根据访谈文本整

理ꎬ在这一阶段ꎬ司机提到最多的词语为:“收入下降”、“进入麻烦”、“成本高”、“规制条件太

多”ꎮ 快车司机反映ꎬ政府规制使得他们必须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ꎬ只有满足规制条件ꎬ才能

继续运营ꎮ 而这些规制ꎬ一方面ꎬ提高了他们的进入成本ꎻ另一方面ꎬ降低了他们对平台的好感

度ꎬ特别是那些有固定工作的司机ꎬ认为规制提高了其机会成本ꎬ未来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进

入平台ꎮ
通过对滴滴出行政府规制和司机意愿的分析ꎬ本文发现政府规制对服务供给意愿的确存

在影响ꎬ而服务供给量是共享平台发展的关键ꎮ 因此ꎬ进一步检验政府规制与共享产品供给意

愿的关系ꎬ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ꎮ
三、研究假设

(一)政府规制与供给意愿

政府规制的目的是解决市场失灵[７]ꎮ 但是ꎬ研究表明ꎬ政府规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

业的发展ꎮ 以往研究中ꎬ通过研究政府规制对传统企业产品价格、质量、数量的影响ꎬ证实了政

府规制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８]ꎮ 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共享企业ꎬ作为一个三方交易平

台ꎬ其商业成功在于交易双方交易的达成[９]ꎬ其交易双方ꎬ即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ꎮ Ｄｏｄｄｓ
(２００２) [１０]认为ꎬ意愿是体现服务供给者未来提供服务可能性的重要指标ꎬ意愿越高ꎬ未来进入

的可能性越大ꎮ
服务是产品的延伸ꎬ是体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１]ꎮ 在出行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ꎬ服务

提供者的数量决定了企业的发展ꎮ 已有研究证明ꎬ政府规制会遏制企业的发展ꎮ 因此ꎬ针对共享

企业这一类特殊的企业ꎬ我们认为ꎬ政府规制会影响服务供给者的进入ꎮ 而目前的政府规制ꎬ基
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前规制ꎬ即在进入该平台前ꎬ需要符合政府的规定ꎬ只有这样才能加入该

平台ꎻ另一类事后规制ꎬ也可以称为惩罚规制ꎬ即达到平台基本要求即可加入ꎬ但是在参与平台交

易中ꎬ若出现违规行为ꎬ则可能被禁止进入平台ꎬ或需满足规制条件ꎬ才能再次加入[１２]ꎮ
而研究表明ꎬ事后规制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合格的供给者ꎬ激励真正想提供服务的供给者ꎮ

并且ꎬ事后规制减少了进入成本ꎬ降低进入限制ꎬ为供给者提供了便利性[１３]ꎮ 而事前规制ꎬ其
繁琐的规制程序增加了进入成本ꎮ 因此ꎬ这两种政府规制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供给意愿ꎮ 基于

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政府规制对供给意愿有显著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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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ａ:政府规制会降低供给意愿ꎮ
Ｈ１ｂ:相比事后规制ꎬ事前规制对供给意愿的负作用更大ꎮ
(二)政府规制与供给者剩余

Ｂｅｓａｎｋｏ 和 Ｓｈａｎｌｅｙ(２００７) [１４]认为ꎬ剩余可用于衡量产品差异ꎬ包括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ꎮ
其中ꎬ水平差异即功能差异ꎬ垂直差异即质量差异ꎮ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等(２００３) [１５] 将剩余应用到电

子产品市场中ꎬ提出剩余会随电子平台呈现的产品多样性的增加而提高ꎮ 同时ꎬ网络环境降低

了交易者的搜索成本ꎬ提高了选择商品的便利性ꎬ也能提高剩余ꎮ 虽然这些是针对消费者提出

的ꎬ平台服务供给者作为平台的使用者ꎬ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费者”ꎮ
供给者剩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ꎬ对于共享平台而言ꎬ政府规制直接作用于服务供给者ꎮ

因此ꎬ政府规制是影响供给者剩余的重要因素ꎮ 研究发现ꎬ在共享经济中ꎬ政府规制会提高对

进入者的要求ꎮ 原本人们加入共享经济的原因之一是共享平台的便利性和自由性ꎬ这一原因

是供给者剩余来源之一ꎬ但繁琐的政府规制ꎬ使得平台丧失了原有的便利性和自由性[１６]ꎮ 对

于供给者来说ꎬ也就降低了从交易中获取的剩余ꎮ
滴滴在我国发展初期ꎬ也就是无政府规制情况下ꎬ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ꎮ 无政府规制ꎬ提

升了用户体验和进入便利性ꎬ增加了剩余ꎮ 而从无规制到有规制的变化ꎬ进入便利性显著降

低ꎬ提高了进入成本ꎬ最终减少了剩余ꎮ
事前规制ꎬ是指在供给者进入平台前ꎬ进行的一系列的进入考核和审查ꎻ事后规制ꎬ是指满足

平台基本要求后ꎬ即可进入平台ꎬ但一旦违反规定ꎬ则会禁止加入ꎬ或需重新满足规制条件ꎬ才能

再进入ꎮ 比如ꎬＵｂｅｒ 通过惩罚机制对违反规定的进入者进行规制[１７]ꎮ 实际上ꎬ事后规制对供给

者进入前的剩余影响较小ꎬ优于事前规制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政府规制对供给者剩余有显著影响ꎮ
Ｈ２ａ:与有政府规制相比ꎬ无政府规制能给供给者带来更多的剩余ꎮ
Ｈ２ｂ:与事前规制相比ꎬ事后规制能给供给者带来更多的剩余ꎮ
(三)供给者剩余的中介作用

交易过程中交易者对剩余的感知ꎬ会影响其供给意愿[１８]ꎮ 车主们在考虑是否进入该平台

时ꎬ并不仅仅依赖该平台带来的绝对收入ꎬ而是会考虑该平台带来的剩余ꎬ从而决定是否进入ꎮ
从滴滴案例的分析中得出ꎬ滴滴经历了不断变化的政府规制ꎮ 最初ꎬ没有政府规制ꎬ无论是

乘客还是车主ꎬ都积极加入ꎮ 虽然ꎬ进入共享平台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ꎬ比如收入、时间、社交愉

悦性等[１９]ꎮ 但是ꎬ究其本质ꎬ剩余决定了是否加入或是否继续加入ꎮ 由于无政府规制带来的自

由性和便利性ꎬ加上发展初期的高补贴ꎬ人们纷纷加入ꎮ 而规制完善期、趋紧期ꎬ虽然网约车合法

化ꎬ但进入要求繁杂ꎬ直接导致司机数量增长速度放缓ꎬ甚至部分车主逐渐退出平台ꎮ
根据访谈资料ꎬ车主们纷纷表示ꎬ目前ꎬ政府部门规制要求多ꎬ加入前ꎬ要进行各种繁琐的

资格审查ꎬ需要消耗大量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ꎮ 并且ꎬ由于平台的并购ꎬ补贴减少ꎬ乘客数量降

低ꎬ导致供给者接单量下降ꎬ进一步减少了供给者剩余ꎮ
由此可看出ꎬ政府规制会影响供给意愿ꎬ而影响的本质在于供给者剩余的降低ꎮ 只有供给

者有剩余时ꎬ交易才可能发生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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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供给者剩余在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ꎮ
(四)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对人们参与共享经济的动机分析中ꎬＳｃｈｏｒ(２０１６) [２０]认为ꎬ经济不景气是人们加入共享

平台的原因之一ꎬ因为加入平台可以提高家庭收入ꎮ 此外ꎬ通过访谈ꎬ大部分滴滴司机在进入

之前有固定工作或其他收入来源ꎬ滴滴司机表示ꎬ加入该平台之前ꎬ会根据已经进入者的收入

情况来进行决策ꎮ 比较进入者的平均收入和自身目前收入情况ꎬ实际上ꎬ这也是斯蒂格利茨提

到的机会成本(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ꎬ即资源被用于某一种用途意味着它不能被用于其他用

途[２１]ꎮ 加入平台前的收入水平越高ꎬ加入平台的机会成本越大ꎬ也导致其对政府规制越敏感ꎬ
最终降低供给意愿ꎮ

因此ꎬ收入状况的差异ꎬ会影响供给者对政府规制的评价ꎬ高收入的潜在供给者ꎬ对政府规

制越敏感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供给者加入平台前的收入水平ꎬ在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ꎮ
Ｈ４ａ:供给者加入前的收入越低ꎬ政府规制对供给意愿的影响越小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得出了本文研究概念模型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其中ꎬ政府规制为自变量ꎬ供给意

愿为因变量ꎬ消费者剩余为中介变量ꎬ自变量分为三个水平ꎮ

图 ２　 研究概念模型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模拟实验方法ꎬ对自变量“政府规制”进行操纵和控制ꎬ分析它们对“供给者剩

余”和“供给意愿”的影响ꎬ探索自变量 ３ 个取值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ꎬ并检验“供给者剩余”的
中介作用ꎮ

(一)实验被试

根据小样本实验样本容量要求:实验样本数 ｎ>３０ 即可ꎮ 选取长沙某快餐店、超市ꎬ以及

小区的有车居民为被试ꎬ共 １５０ 名ꎬ其中有效被试共 １３０ 名ꎬ无规制组、事前规制组、事后规制

组被试分别为 ４８ 人、４０ 人、４２ 人ꎮ
(二)实验材料

本文以政府规制的不同情况作为切入点ꎬ分析三种情境下潜在车主供给意愿有何区别ꎬ其
供给者剩余又有何不同ꎮ 具体的实验材料ꎬ是受滴滴出行案例的启发ꎬ模拟新的出行平台ꎬ并
重新设定政府规制条件ꎬ分别进行测量ꎮ

之所以选取全新的出行平台作为实验材料ꎬ而没有选择已有的滴滴平台作为实验背景材

料ꎬ其原因在于:一方面ꎬ使用全新的平台作为实验背景ꎬ不会让供给者带入其他情感ꎬ被已有

平台的现状锚定ꎻ另一方面ꎬ不使用原来的滴滴平台作为实验材料ꎬ是因为滴滴目前的规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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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大众的不满ꎬ被试容易受到现阶段对该平台的看法的影响ꎬ供给意愿会因此出现偏差ꎮ 通

过重新设定ꎬ可以减少误差ꎮ 本研究有 ３ 个实验情景ꎬ分别对应 ３ 个实验材料ꎮ
背景条件:近年来ꎬ不少私家车车主加入了共享汽车平台ꎬ一方面ꎬ它增加了一种获取收入

的方式ꎻ另一方面ꎬ它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ꎬ丰富人们的社会阅历ꎮ
目前ꎬ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共享汽车平台ꎬ车主可以选择全职或兼职ꎮ 该平台除收取收入

的 １０％的费用外ꎬ不收取其他费用ꎮ 全职司机在长沙的平均月净收入为 ７０００ 元左右ꎮ 如果您的

一位朋友ꎬ与您经济情况相似ꎬ达到了进入该平台的基本条件(驾龄、车型、年检等)ꎬ正考虑加入

该平台ꎮ
实验情景 １:监管部门规定:达到平台基本要求ꎬ即可加入ꎮ
实验情景 ２:监管部门规定:私家车进入该共享平台前ꎬ需进行审核ꎬ审核机制包括:
(１)参与培训ꎬ进行资格考核ꎬ考取网约车资格证ꎻ
(２)要跟出租车一样交保险ꎬ每台车要求缴纳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年以上的保险ꎮ
实验情景 ３:监管部门规定司机进入该平台之后ꎬ如有以下任何一种行为:
(１)拒载、绕道等恶性行为 ３ 次及以上ꎻ
(２)司机擅自提高收费标准ꎻ
(３)一个月内被客户投诉 ３ 次及以上ꎮ
则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ꎬ才能继续运营:
(１)参与培训ꎬ进行资格考核ꎬ获取网约车资格证ꎻ
(２)跟出租车一样ꎬ每台车要求缴纳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年以上的保险费ꎮ
这三种实验情景的背景条件都是一样ꎬ除了最后的政府规定不同ꎬ这样能保证在这个过程

中ꎬ影响人们进行选择的不同的因素只能是规制的不同ꎬ我们通过预实验发现ꎬ这三种情况下ꎬ
人们选择的差异并不显著ꎬ同时ꎬ本文为了防止被试的社会称许性影响实验结果ꎬ在情景设置

中ꎬ进行了角色转换ꎮ
(三)变量测量

１.政府规制

在本研究中ꎬ自变量“政府规制”有三个水平ꎬ分别为:无政府规制、事前规制、事后规制ꎮ
为强化政府规制的作用ꎬ在给出不同的规制条件之后ꎬ要求被试根据规制条件对其严格程度进

行评价ꎬ通过问题“您认为以上规定是否严格?”(请在数字上打“√”)以促使其加深对实验材

料中政府规制的感受和思考ꎮ
２.供给意愿

目前ꎬ对意愿的量表发表的比较完善ꎮ 但是针对共享平台服务供给者的意愿的测量暂时

没有ꎬ已有的实证研究尚未开发出测量供给者意愿的量表ꎬ本研究借鉴 Ｄｏｄｄｓ 等(１９９１) [２２] 测

量购买意愿的量表来测量ꎮ
Ｄｏｄｄｓ 等的量表中包含五个题项ꎬ其中第三个题项与第四个题项存在部分重叠ꎬ因此删除

第三个题项ꎮ 同时ꎬ第一个与第五个题项也存在部分重叠ꎬ因此删除第五个题项ꎬ采用剩余三

个题项ꎮ 此外ꎬ为了进行更全面的测量ꎬ又根据 Ｗｈｉｔｅ 等(２０１２) [２３] 和 Ｈａｅｍｏｏｎ(１９９９) [２４]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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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添加 ４、５ 两个题项ꎬ测量被试的优先选择和推荐该平台的意愿ꎮ 最终ꎬ供给意愿的测量量

表包含 ５ 个题项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供给意愿测量量表

供给意愿测量题项

ＳＩ１:我会建议他加入该平台

ＳＩ２:我认为他值得加入该平台

ＳＩ３:我认为他可以考虑接受这个兼职或全职工作

ＳＩ４:相比其他平台ꎬ我会建议他优先选择该平台

ＳＩ５:我会推荐其他人加入该平台

文献来源

ＤｏｄｄｓꎬＭｏｎｒｏｅ ＆ Ｇｒｅｗａｌ(１９９１)

Ｗｈｉｔｅꎬ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 Ｅｌｌａｒｄ(２０１２)

Ｈａｅｍｏｏｎ(１９９９)

本研究中ꎬ供给意愿的测量量表包括 ５ 个题项ꎬ经过信度分析ꎬ量表的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a

系数为 ０.９５６ꎬ远大于 ０.６５ꎬ且将 ５ 个题项逐一删除后ꎬ其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a系数均小于 ０.９５６ꎮ 因

此ꎬ供给意愿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一致性ꎬ５ 个题项均被保留ꎮ ＫＭＯ 样本测度值为 ０.８７１
>０.７ꎬＢａｒ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为 ６８４.７６８ꎬｓｉｇ 值为 ０.０００ꎬ小于 ０.０５ꎬ且对供给意愿的累

计方差解释达到 ８５.１０６％>６０％ꎮ 因此ꎬ该变量的因子分析结果较为理想ꎬ满足结构效度要求ꎮ
３.供给者剩余

供给者剩余最早由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于 １８９０ 年提出ꎬ表示供给者从交易中所获得的福利ꎬ是本研

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２５]ꎮ 本研究中ꎬ通过对剩余的内涵进行剖析ꎬ并结合具体实验情境ꎬ参考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和沈超红等(２０１０) [２６]的研究ꎬ开发出包含 ６ 个题项的量表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供给者剩余测量量表

供给者剩余测量题项

ＳＳ１:该平台的实际收入ꎬ比我预计的要高

ＳＳ２:若该平台的收入再低一点点ꎬ我仍然愿意推荐他加入

ＳＳ３:相对其他平台而言ꎬ我认为该平台是值得的

ＳＳ４:如果加入后ꎬ要他放弃这个平台ꎬ我认为很不值得

ＳＳ５:我很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共享平台ꎮ
ＳＳ６:我认为他因获得这份收入ꎬ而感到高兴

文献来源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ꎬ结合情境

沈超红等(２０１０)

结合情境

本研究中ꎬ供给者剩余的测量量表包括 ６ 个题项ꎬ其信度分析结果 ６ 个题项的 ＣＩＴＣ 值均

大于 ０.３ꎬ满足检验标准ꎮ 量表的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a系数为 ０.７９２ꎬ远大于 ０.６５ꎬ说明量表的信

度很高ꎬ能够满足一致性要求ꎮ 且将 ６ 个题项逐一删除后ꎬ其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a系数均小于 ０.７９２ꎮ
因此ꎬ消费者剩余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一致性ꎬ６ 个题项均被保留ꎮ

ＫＭＯ 样本测度值为 ０.８３１>０.７ꎬ符合 Ｋａｉｓｅｒ 准则ꎬ且供给者剩余的 Ｂａｒ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的近

似卡方为 ４１３.３３２ꎬｐ 值为 ０.０００ꎬ小于 ０.０５ꎬ拒绝零假设ꎬ这意味着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有

显著差异ꎮ 根据以上两项判断ꎬ供给者剩余的量表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ꎮ ６ 个题项的因子载

荷均大于 ０.５ꎬ且对供给者剩余的累计方差解释达到 ７６.３０８％>６０％ꎮ 因此ꎬ该变量的因子分析

结果较为理想ꎬ满足结构效度要求ꎮ
(四)实验过程

首先ꎬ进行预实验ꎬ检验实验过程设计的合理性ꎬ针对问题和实际情况进行改进ꎻ然后ꎬ再
进行正式实验ꎬ探索变量关系和内在作用机制ꎮ

１.预实验

预实验中ꎬ选取两个 ＭＢＡ 班共 ６０ 名学员为被试ꎬ随机参与实验一、实验二、实验三ꎮ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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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回收后ꎬ统计发现结果并不显著ꎬ三种情况下ꎬ选择不加入该平台的人数达到 ９０％ꎬ没有

车的被试达到 １５ 人ꎮ
访谈结果显示ꎬ实验存在如下问题:第一ꎬ情景的描述太复杂ꎬ被试者的阅读负担太大ꎬ难

以进入实验情境ꎻ第二ꎬＭＢＡ 学员一般都有固定的职业ꎬ并且都是企业管理层员工ꎬ其收入较

高ꎬ导致在进行自身评估时ꎬ政府规制对其影响不大ꎻ第三ꎬ存在一定的社会称许性ꎬ导致被试

的代入感不强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本实验对材料进行了如下修正:(１)对实验情景进行了简化ꎬ减少大量文

字带来的阅读疲惫感ꎬ对平台基本要求进行简单的描述ꎻ(２)进行角色转换ꎬ由原来询问被试

的供给意愿ꎬ更改为“有一个与您经济状况相似的朋友想加入该平台ꎬ您对他的建议”ꎬ减少社

会称许性ꎻ(３)将“政府规制”安排在实验材料中显眼位置ꎬ并且在变量测量前ꎬ让被试对政府

规制的严格程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ꎬ加强被试对政府规制的注意ꎬ强化政府规制的代入感ꎮ
２.正式实验

本研究共 ３ 个实验情景ꎬ其研究对象主要为共享汽车潜在供给者ꎮ 考虑到实验中所涉及

的被试的特殊性ꎬ一般为非在校学生并且有车的城市居民ꎬ本文采取现场实验的方式ꎬ选取城

市中的普通民众为被试ꎬ主要对象为非学生群体ꎬ因为被试具有特殊性ꎬ主要通过在肯德基、麦
当劳、快餐店、超市停车场、居民小区集中寻找合适的被试ꎬ在实验前ꎬ会进行简短的询问和介

绍ꎮ 最终ꎬ回收实验材料 １３０ 份ꎬ其中实验一 ４８ 份ꎬ实验二 ４２ 份ꎬ实验三 ４０ 份ꎮ
(五)实验结果

本实验共有被试 １５０ 人ꎬ其中有效被试 １３０ 人ꎬ其特征分布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被试特征分布表

序号 变量 类别 频次 所占百分比(％)

１ 性别

２ 年龄

３ 文化程度

４ 月均收入

５ 职业状态

６ 牌照

７ 是否参与过共享经济

男 １１８ ９０.７６
女 １２ ９.２４

２５ 岁及以下 ８ ６.２
２６－３５ 岁 ６９ ５３.１
３６－４５ 岁 ２６ ２０.０
４６－５５ 岁 ２７ ２０.８

５６ 岁及以上 ０ ０
高中及以下 ２４ １８.５

大专 ７２ ５５.４
本科 ２４ １８.５

硕士及以上 １０ ７.６
２０００ 元以下 １１ ８.５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元 ３０ ２３.１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元 ４２ ３２.３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元 ２６ ２０.０
８０００ 元以上 ２１ １６.２
有固定工作 １１１ ８５.４

有兼职 ３ ２.３
失业或待业 １６ １２.３
本地牌照 １２２ ９３.８

非本地牌照 ８ ６.２
参与过 １４ １０.７

未参与过 １１６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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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本实验的 １３０ 名被试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行业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ꎬ实验被试都有私家车ꎬ能够满足实验对被试的需求ꎮ 性别方面ꎬ男性占比为 ９０.７６％ꎬ女
性占比为 ９.２４％ꎮ 由于本次研究对象是潜在共享汽车供给者ꎬ根据滴滴出行上的数据显示ꎬ男
性司机占比较大ꎬ因此在选取被试时ꎬ会偏向于男性被试ꎮ 年龄方面ꎬ更多的是 ３０ 岁以上人

群ꎬ他们既能充分理解实验材料ꎬ也是网约车司机中的主力军ꎬ对其进行试验调查具有很好的

代表性和参考价值ꎮ 文化程度方面ꎬ大专及本科学历的被试占比为 ８１.５％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

平ꎬ阅读和理解能力较好ꎮ 月均收入方面ꎬ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元的被试最多ꎬ占总人数的 ３２.３％ꎬ与出

租车的月收入相似ꎮ 职业方面ꎬ大部分为有固定职业的人群ꎬ占比为 ８５. ４％ꎮ 牌照情况ꎬ
９３.８％的被试都是本地牌照ꎬ其中ꎬ８９.３％的人未以司机身份参与过共享出行ꎮ

１.相关分析

通过 ｓｐｓｓ 对数据进行汇总ꎬ首先ꎬ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ꎬ证实了被试具有随机性ꎮ 然

后ꎬ对变量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ꎬ最后运用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ꎬ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相关分析结果

政府规制 供给意愿 供给者剩余

政府规制 １.０００
供给意愿 －０.４３４∗∗ １.０００

供给者剩余 －０.４０８∗∗ ０.５６３∗∗ １.０００
　 注:∗∗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供给者剩余有显著负相关关系ꎬ因此ꎬ初步推测ꎬ
在无规制状态下ꎬ能带来更高的供给者剩余ꎬ供给意愿更高ꎮ

２.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假设检验

从表 ５ 可以看出ꎬ无政府规制条件下ꎬ供给意愿最高ꎬ均值为 ５.１３７５ꎻ事后规制条件下ꎬ供
给意愿的均值为 ４.９１４３ꎻ事前规制条件下ꎬ均值为 ３.７３５０ꎬ并且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概率 ｐ 值

为 ０.０００ꎬ小于 ０.０５ꎬ说明政府规制对供给意愿有显著影响ꎮ 并且ꎬ无政府规制条件下ꎬ供给意

愿最高ꎬ事前规制相比事后规制ꎬ对供给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ꎬ假设 Ｈ１ 成立ꎮ
　 表 ５ 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政府规制 Ｎ 均值 标准差 Ｓｉｇ.

供给者剩余

无政府规制 ４８ ４.７４９６ １.０９０４６
事后规制 ４２ ４.４４８３ ０.８６６６６
事前规制 ４０ ３.６０８７ １.１３４０８

０.０００

３.政府规制和供给者剩余假设检验

从表 ６ 可以看出ꎬ无政府规制条件下ꎬ被试对共享平台的剩余均值为 ４.７４９６ꎬ而事后政府

规制条件下则为 ４.４４８３ꎬ事前规制更低ꎬ为 ３.６０８７ꎮ 进一步ꎬ做方差分析ꎬ政府规制和供给者剩

余之间差异的概率 ｐ 值 ０.０００<０.０５ꎮ 也就是说ꎬ无政府规制组被试的剩余判断显著高于有政

府规制组ꎬ而有政府规制组中ꎬ事后规制组被试显著高于事前规制组被试ꎬ假设 Ｈ２ 成立ꎮ
４.供给者剩余的中介作用检验

政府规制之所以对供给意愿有影响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供给者剩余在其中起中介作用ꎮ
本文分三步对消费者剩余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ꎮ

第一步ꎬ将自变量政府规制和中介变量供给者剩余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７ꎬ回归标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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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政府规制与供给者剩余假设

政府规制 Ｎ 均值 标准差 Ｓｉｇ.

供给者剩余

无政府规制 ４８ ４.７４９６ １.０９０４６
事后规制 ４２ ４.４４８３ ０.８６６６６
事前规制 ４０ ３.６０８７ １.１３４０８

０.０００

ａ ＝ －０.４０８ꎬ且概率 ｐ 值＝ ０.０００<０.０５ꎬ因此认为政府规制与供给者剩余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ꎮ
第二步ꎬ 将自变量政府规制和因变量供给意愿进行回归ꎬ标准系数 ｃ ＝ －０.４３４ꎬ且概率 ｐ 值 ＝
０.０００<０.０５ꎮ 第三步ꎬ将自变量政府规制、中介变量供给者剩余和因变量供给意愿回归ꎬ得到

标准系数 ｃ’ ＝ －０.２４５ꎬｂ＝ ０.４６３ꎬ且概率 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５ꎬ因此ꎬ政府规制、供给者剩余两个自

变量与供给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ꎮ
综合三步ꎬ第一步回归系数 ａ ＝ －０.４０８ꎬ第二步回归系数 ｃ ＝ －０.４３４ꎬ第三步回归系数 ｃ’ ＝

－０.２４５ꎬｂ＝ ０.４６３ꎮ 并且ꎬａꎬｃꎬｃ’均达到显著水平ꎬｃ’的绝对值 ０.２４５ 小于 ｃ 的绝对值 ０.４３４ꎬ因
此ꎬ供给者剩余在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中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假设 Ｈ３ 成立ꎮ
　 表 ７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β 标准误差 β
ｔ Ｓｉｇ.

１
(常数) ３.０９９ ０.５３３ ５.８１６ ０.０００

政府规制 －０.３８８ ０.１２２ －０.２４５ －３.１７２ ０.００２
供给者剩余 ０.５３２ ０.０８９ ０.４６３ ５.９９７ ０.０００

５.供给者收入的调节作用检验

本研究中ꎬ自变量为政府规制ꎬ基本信息中ꎬ本文测量了被试的月均收入ꎬ为了检验其是否

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中产生调节作用ꎬ本文验证了月均收入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形成的交互

项对因变量的影响的显著性ꎮ 将供给意愿作为观测变量ꎬ把监管类型和月均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ꎬ得到如表 ８ 所示的固定效应非饱和模型ꎮ 政府规制×月均收入的概率 ｐ 值均为 ０.４６８ꎬ大于

０.０５ꎬ说明政府规制和月均收入的交互效应不显著ꎬ也就是收入水平在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之

间调节作用不显著ꎮ
　 表 ８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因变量:供给意愿

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显著性

校正的模型 ７４.６３７ａ １４ ５.３３１ ４.２３８ ０.０００
截距 １３６０.０６０ １ １３６０.０６０ １０８１.２４８ ０.０００

监管类型 １７.８９１ ２ ８.９４５ ７.１１２ ０.００１
月均收入 １６.６５８ ４ ４.１６５ ３.３１１ ０.０１３

政府规制×月均收入 ９.６９３ ８ １.２１２ ０.９６３ ０.４６８
错误 １４４.６５４ １１５ １.２５８
总计 ３０１０.７２０ １３０

校正后的总变异 ２１９.２９１ １２９
ａ. Ｒ２ ＝ ０.３４０(调整后的 Ｒ２ ＝ ０.２６０)

本文在数据分析前ꎬ猜测收入水平会对人们供给意愿构成影响ꎬ但是实际处理结果发现ꎬ
并不显著ꎮ 但是ꎬ这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作用ꎬ因为通过方差分析ꎬ单独研究收入对供给意愿的

影响ꎬ实际上在 ０.０５ 的水平是显著的ꎮ 也就是说ꎬ月均收入会影响人们的供给意愿ꎬ但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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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规制和供给意愿之间起到调节作用ꎮ 并且ꎬ小样本实验数据规模较小ꎬ难以得出差异也

是可能的原因之一ꎮ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政府规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ꎬ没有规制ꎬ共享企业能快速发展ꎬ但是ꎬ冲击了传统企

业ꎬ影响了社会稳定性ꎮ 有规制ꎬ限制了共享服务的供给ꎬ抑制共享企业创新与发展ꎮ 本研究

通过模拟实验ꎬ检验了政府规制对服务供给意愿的影响ꎬ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ꎬ政府规制对供给意愿有显著影响ꎬ无政府规制条件下ꎬ能使供给者产生更高程度的

供给意愿ꎮ 这也证实了市场的有效性ꎬ因为ꎬ无规制条件下ꎬ供给者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平台ꎬ
最大化供给者的剩余ꎮ

既然证实了政府规制的负面影响ꎬ如若行业能通过自我监管达成政府监管的效果ꎬ则可以

考虑减少政府规制带来的发展限制ꎮ 已有研究表明:平台应该被看作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ꎬ而
不是问题的一部分ꎬ应该把它们作为自律机制的关键参与者ꎮ 自我监管是自然发生的现象ꎬ在
整个历史经济活动中反复出现ꎮ 随着每个行业的不断发展ꎬ都会形成自我监管组织( Ｓｅｌｆ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ＳＲＯ)ꎬ通常政府很少参与这些组织ꎬ与促进行业福利的贸易组织不同

的是ꎬＳＲＯ 旨在通过制定集体规则来监督行业ꎬ行业中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开发ꎬ监控并执行标

准来监管成员的行为ꎮ
第二ꎬ在政府规制的条件下ꎬ事前规制和事后规制的影响不同ꎮ 事后规制条件下ꎬ潜在服

务供给者的进入意愿高于事前规制的被试的供给意愿ꎮ 事后规制相比事前规制ꎬ对供给意愿

的影响较小ꎬ而其本质在于对供给者剩余的影响ꎬ事后规制未产生进入成本ꎬ而事前规制实际

上提高了进入成本ꎬ也就降低了剩余ꎮ 因此ꎬ即使同样是有规制条件ꎬ因为规制内容和规制阶

段的不同ꎬ也会导致不同的剩余ꎬ从而导致不同的供给意愿ꎮ
因此ꎬ在必须通过政府规制来维护行业发展和社会稳定性的情形下ꎬ可以调整政府规制方

案ꎬ以减少政府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比如ꎬ事前规制和事后规制的结合ꎬ降低进入门槛ꎬ更注

重惩罚机制ꎮ 减少供给者进入该平台的程序复杂性和进入经济成本ꎬ进而减少对供给者剩余

的影响ꎮ 此外ꎬ在制定规则时ꎬ建立一个专门为网约车设计的新的监管制度ꎬ而不是沿用旧的

出租车规制制度ꎬ毕竟ꎬ共享经济是一种全新的行业ꎬ需要匹配这个行业内的从业者ꎬ这样才能

保证公正的竞争ꎮ 在保护传统企业的同时ꎬ鼓励新企业的生存和创新ꎮ
第三ꎬ供给者剩余在政府规制与供给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ꎮ 首先ꎬ规制条件不同ꎬ给被试

带来的供给者剩余也不同ꎬ无规制ꎬ供给者剩余最高ꎻ事前规制ꎬ供给者剩余最低ꎻ事后规制ꎬ供
给者剩余居中ꎮ 并且ꎬ经过方差分析发现ꎬ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ꎮ 实际上ꎬ这就是经

济学家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剩余概念的本质ꎮ 在交易活动中ꎬ只有交易双方存在剩余ꎬ交易才有可能达

成ꎮ 也就是政府规制不能损害交易双方的剩余ꎬ否则ꎬ政府规制只会降低社会福利ꎮ
实际上ꎬ通过文献研究发现ꎬ监管机构常出现“监管俘获”的现象ꎬ这一现象会降低交易者

的剩余ꎮ 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部门被俘获ꎬ和已有被规制主体成为利益共同体ꎬ监管

部门会制定有利于已有被规制主体的规定ꎬ以减少竞争、维护私利ꎻ二是监管者希望在监管生

涯结束后ꎬ成为有组织利益的雇员ꎮ 这样监管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ꎬ反而会减少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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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ꎮ 因此ꎬ“监管俘获”后ꎬ监管者不会从交易双方剩余最大化角度出发ꎬ而会为了私利ꎬ损害

市场中交易者的剩余ꎮ 为确保政府规制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ꎬ在制定政策时ꎬ必须举行“听
证会”ꎬ以听取各方意见ꎬ防止“监管俘获”发生ꎬ开发出公正、有效的监管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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